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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创新是推动国家强盛、地方繁荣和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

发展和数字技术的进步，企业必须适应数字化的潮流，将其视为发展的核心需求。工作场所数字化是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支持自身的数字业务战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其传统的工作场所向数字化

方向转变。工作场所数字化如何改变员工的工作资源进而对员工的创新行为产生影响已成为具有现实意

义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揭示工作场所数字化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增益路径和

损耗路径，同时考察组织支持感在工作场所数字化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本研究

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视角推进工作场所数字化研究，并为企业数字化实施以及促进员工创新行为提供

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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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nov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national strength, local pros-
perity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s the digital economy continues to grow rapidly and digi-
tal technology advances, it is essential for enterprises to embrace the digital tide and treat it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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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imperative for growth. Workplace digitization is a key aspect of thi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underpin their digital business strategies, a growing number of firms are digitizing their traditional 
workplaces. How this workplace digitization reshapes employees’ job resources—and, in turn, their 
innovation behavior—has become a question of immediate practical importance. Drawing on the 
job requirement–resources model, this study uncovers both the gain path and the loss path through 
which workplace digitization affects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while also examining the buff-
ering or amplifying role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By extending workplace digitization 
research through the job requirement–resources model, the study offers both a theoretical founda-
tion and actionable guidance for firms seeking to implement digital initiatives and foster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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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zation, Workplace Digitization,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Job Requirement-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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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是国家强盛、地方繁荣及组织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创新在实现国家创新战略目标进程中起

着核心作用，2022 年印发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1也明确指出，企业需强化技术竞争力、

积极自主创新，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与经济稳健增长。在知识经济时代，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发展至关

重要[1]，促进员工创新行为是提升企业绩效、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2]。 
在政策支持与技术推动下，众多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工作场所数字化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部分

[3]，不仅改变员工工作资源[4]，还影响其工作思维与理念[5]，进而影响创新行为。然而，当前基于数字

化背景探讨员工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有限，尤其是从员工对数字化的情感和认知态度层面进行的实

证研究稀缺，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的深入探讨较少。 
本研究基于工作资源–要求模型，从资源损耗和资源增益两条路径，探究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

新行为的双刃剑效应。同时，聚焦组织支持感这一具有实践意义与可操作性的因素，探讨其在工作场所

数字化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为理解工作场所数字化的差异化影响提供思路，也

为企业激发员工创新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相关概念介绍 

2.1. 工作场所数字化的相关研究 

2.1.1. 工作场所数字化的概念界定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工作场所数字化”应运而生。在企业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尚未形

成统一界定。早期研究从技术维度出发，关注数字技术在工作环境中的应用，强调技术革新对工作场所

运作机制与效率的优化[6]。Miller 和 Marsh [7]认为工作场所数字化是综合概念，涵盖多种技术服务及企

业内外应用系统，以协助日常协作并延伸至新兴技术。如今，其含义已超越单纯技术应用。Dery [8]等率

 
1科技部，财政部.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技术创新能行动方案的通知[EB/OL]. (2022-08-05) 
[2024-7-17]. https://jkw.mov.cn/zhengcefabu/202208/t20220809_38347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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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纳入组织文化因素，将其定义为在复杂工作环境中简化工作生活的物理、文化和数字化安排，并指出

实现该目标需关注领导作用与员工互动。Marsh [9]进一步延伸，强调不仅要重视技术发展，还需重新设

计数字化工作，促进知识管理，培育支持性文化，助力员工发展新行为与技能。本研究采用 Dery [8]等的

定义，即工作场所数字化是在复杂工作环境中简化工作生活的物理、文化和数字化安排。 

2.1.2. 工作场所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概念辨析 
数字化转型是当下企业界与学术界的热门议题。在学术领域，网络消费研究虽已成果丰硕，但聚焦

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多围绕驱动因素、经济后果及实施策略，对其核心概念的界定却存在不足，学界尚未

形成统一、准确的表述。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给出定义：Singh 与 Hess [10]强调，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为保持

竞争力，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开展的变革，涵盖商业模式创新与多方互动；Vial 等[11]从变革过程出发，认

为它是企业引入数字技术组合，改变组织战略与业务，优化整体流程；吕铁[12]结合实际，指出这是企业

利用数字技术对生产、运营等全面改造，涉及结构、流程等深层次变革；李正东[13]综合各方观点，提出

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技术为生产工具、数字商业模式为驱动，构建智能连接新生态，通过组织柔性整合

资源、转变架构流程实现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工作场所数字化的核心动因：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数字技术与公司内部商业战略的

深度协同[14]，而企业为了支持数字企业战略和业务，主动进行工作场所数字化[15]；工作场所数字化是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12] [16]：员工是企业实现目标和创造价值的关键，而工作场所数字化是与员

工工作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变革，涉及技术应用、组织文化、领导工作、工作方式与员工整体工作场所体

验。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载体，员工的工作场所数字化水平直接影响组织效率与目标达成。 

2.2. 工作不安全感的概念界定 

过去几十年，欧美经济结构大幅调整，工厂关停、企业重组与临时雇佣激增，工作不稳定性成为突

出社会问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大规模裁员现象出现，学界开始关注职业不稳定性[17]，但对工作不安

全感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对工作不安全感的理解分为单维和多维视角。单维视角

将其视为员工对未来职业前景的忧虑[18]，或是对工作稳定性威胁的主观感知[19]。多维视角则进行细分，

Greenhalgh 和 Rosenblatt [20]将失业威胁分为失去工作本身与失去工作特性；部分学者从情感忧虑[21]、
认知评估维度[22]等层面界定。此外，Hellgren 等[23]提出的数量(担忧工作稳定性)和质量(感知雇佣关系

质量下降)工作不安全感，获广泛认可。尽管定义多元，但学界普遍认可工作不安全感是员工对未来职业

损失的心理预期。本研究采用朱朴义和胡蓓[24]的定义，将其界定为员工对工作稳定性、连续性及环境威

胁程度的心理感知。 

2.3. 工作重塑的概念界定 

学者对工作重塑的概念界定主要从工作角色理论与工作资源理论两大视角展开。工作角色理论视角

下，Wrzensiewski 和 Dutton [25]于 2001 年首次提出该概念，将其定义为员工在物理或认知层面调整工作

职责或关系界限的行为，强调这是自下而上、员工驱动的工作设计方法。员工可通过任务重塑(改变任务

数量等)、关系重塑(调整人际互动)、认知重塑(改变工作认知)构建工作意义。工作资源理论视角中，Tims
和 Bakker [26]在 2010 年将工作重塑纳入 JD-R 模型，提出根据工作资源和要求，划分为增加工作资源、

挑战性要求和减少阻碍性要求三种行为类型，且不认可认知重塑为积极工作重塑行为。Petrou 等[27]人进

一步明确，工作重塑是员工调整工作需求与资源以匹配个人能力的行动。国内学者综合指出，工作重塑

是亲组织行为，旨在实现人岗匹配。胡睿玲[28]认为其是员工基于自身调整工作的积极行为，田启涛[29]
强调个体主动调整工作流程与关系以优化匹配。总体而言，学者普遍认同工作重塑是员工为追求个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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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自发主动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工作重新设计行为。 

3. 工作场所数字化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3.1. 理论基础 

2001 年，Demerouti [30]等提出职业倦怠的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D-R 模型)，并在多职业验证其适用

性。该模型认为，工作倦怠源于工作要求与资源的失衡，合适的工作资源能缓解高要求引发的倦怠，保

障员工身心健康与生产效率[31]。JD-R 模型将工作环境因素分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类。前者指需员

工持续付出身心或情感努力的任务，超出能力范围会导致压力或倦怠；后者涵盖社会支持、自主权等要

素，可助力员工应对要求、达成目标。模型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员工：健康受损路径中，高要求耗竭精力，

资源不足阻碍目标实现，降低工作承诺以防御未来挫败；动机激发路径里，充足资源激励员工投入工作，

支持职业发展，满足自主性需求。 

3.2. 研究假设 

3.2.1. 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存在双刃剑效应。在健康受损路径中，

工作场所数字化提升工作要求，员工掌握新技术时若有替代危机感，会消耗身心资源[32]，引发压力与不

安全感，抑制创新。而动机激发路径下，工作场所数字化带来数字技术工具等新资源[5]，能激发员工积

极性，推动工作重塑，增强工作投入，进而促进创新行为。因此，本研究认为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

新行为产生双刃剑效应。 

3.2.2. 工作场所数字化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损耗路径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资源较少或处于资源损失状态的员工更倾向体验到工作不安全感[31]。工

作不安全感可以被细分为数量工作不安全感和质量工作不安全感[33]。数量工作不安全感是指员工对于

其工作岗位或职位在未来可能不存在的担忧，也就是对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担忧。质量不安全感涉及

员工对于雇佣关系质量下降的感知，是员工对其工作内容、工作条件或工作环境可能变化的担忧[23]。工

作场所数字化为组织引入新技术，员工一方面担心无法熟练掌握新技术导致被他人取代[34]，一方面担心

新技术会取代自身的工作岗位甚至职业[34]，进而产生数量工作不安全感。此外，工作场所数字化还会引发

关于组织文化、领导方式、工作方式等一系列变革[5]，涉及对工作场所的重新设计。这会导致员工原本的工

作内容、工作条件以及工作环境产生变化，进而使员工产生质量不安全感。本研究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工作场所数字化正向影响工作不安全感。 
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当员工感受到工作不安全感时，他们可能会进入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员工可能不愿意消耗自己的资源去进行角色外行为导致员工减少对创新行为的投入，从

而抑制他们的创新表现[35] [36]。此外，创新行为本身具有一定风险和不确定性[37]，处于工作不安全感

知的员工已经处于资源损耗状态，不愿意提供额外的资源进行增加风险和不确定的行为，进而抑制创新

行为。本研究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工作不安全感负向影响创新行为。 
结合假设 1 和假设 2，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工作场所数字化通过增加工作不安全感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3.2.3. 工作场所数字化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增益路径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工作资源能激励员工，提升工作投入和高绩效，进而促使员工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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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31]。工作场所数字化使工作资源产生变化。首先，工作场所数字化为员工提供数字技术资源并且使

员工可以随时随地使用工作资源，增强员工的工作自主权和灵活性[5]。员工为了获得相应的资源和权力，

自发地进行工作重塑[38]。其次，工作场所数字化带来新技术的同时，也会带来组织、领导以及工作方式

的变革[32]，可能会损耗员工原有的工作资源。员工为了继续持有一定的工作资源，会顺应工作场所数字

化带来的变革，进行工作重塑[39]。最后，在工作场所数字化过程中，组织会进行对工作环境的重新设计，

员工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才能更好地应对工作场所数字化带来的工作要求[40]。在当今竞争激烈的

环境下，数字工作资源较少的员工会自发学习数字技术相关内容以提升自身数字素养，主动获取资源，

提高自身竞争力并进行工作重塑。本研究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工作场所数字化正向影响工作重塑。 
内在动机是推动员工创新行为的关键因素[41]，并通常通过工作重塑得以强化，使员工的内在动机与

工作要求相匹配[28]。这一动态过程促进了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的提升[42] [43]。当员工通过工作重塑获得

足够资源时，他们有底气进行具有风险和挑战的角色外行为，进而促进创新行为[44]。本研究据此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5：工作重塑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结合假设 4 和假设 5，本研究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6：工作场所数字化通过促进工作重塑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3.2.4. 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首先，组织支持感是一种心理资源[45]。在员工感知到高度的组织支持时，他们在应对工作场所数字

化带来的挑战和变革过程中展现出积极的态度。具有高组织支持感的员工持有对组织的高度信任，确信

组织会为其提供所需的帮助和资源[46]，以协助他们成功应对工作场所数字化，因而降低了工作不安全感。

其次，员工在感受到深厚的组织支持时，往往对组织产生感激之情，并渴望回报组织的关怀。这种感激

转化为一种强烈的内在驱动力，激励他们积极面对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他们视挑战为机遇，积极

寻求在变化的工作环境中取得进步的方法。这些员工倾向于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以适应变化，并愿意投

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工作重塑[47]。最后，具有高组织支持感的员工相信自己会拥有充足的资源，

愿意进行具有一定风险的角色外行为，促进员工创新行为[44]。本研究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7a：组织支持感负向调节工作场所数字化与工作不安全感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 7b：组织支持感负向调节工作场所数字化与员工创新行为的负向间接关系。 
假设 8a：组织支持感正向调节工作场所数字化与工作重塑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 8b：组织支持感正向调节工作场所数字化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间接关系。 

3.3. 模型建构 

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索工作场所数字化通过增强员工不安全感从而抑制员工创新行

为的资源损耗路径和工作场所数字化通过推动员工进行工作重塑进而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资源增益路径。

此外，组织支持感作为重要的支持性心理资源[45]，是影响工作场所数字化积极作用发挥的重要边界条件。

因此，本研究构建了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双元路径模型(图 1)。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围绕工作场所数字化与员工创新行为展开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深入分析各变量

关系并构建模型。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存在双刃剑效应，既通过增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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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安全感产生负向影响，又通过促进工作重塑发挥正向作用；工作场所数字化正向影响工作不安全感，

工作不安全感负向影响创新行为，前者通过后者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工作场所数字化正向影响工作

重塑，工作重塑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前者通过后者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组织支持感负向调节工

作场所数字化与工作不安全感的正向关系，以及二者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负向间接关系；同时正向调节工

作场所数字化与工作重塑的正向关系，正向调节二者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间接关系。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 

4.2. 理论意义 

本研究理论模型的预期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本研究建立并采用实证研究验证了工

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双刃剑效应并丰富了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

虽然已经有部分研究提出工作场所数字化既会产生积极作用也会产生消极作用，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

文献综述或案例研究，关于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双刃剑效应仍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验证。

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既有正向影响也

有负向影响，丰富了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其次，本研究揭示了组织支持感

在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双元路径中的调节作用，有助于完善工作场所数字化的作用机制研

究。组织支持感是一种心理资源[45]。在员工感知到高度的组织支持时，他们在应对工作场所数字化带来

的挑战和变革过程中展现出积极的态度。尽管已有众多研究证明组织支持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

但影响的具体机制尚未被完全阐明。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数字化背景下组织支持感作为调节变量施加影

响的途径。 

4.3. 实践意义 

本研究理论模型的预期研究结果，既拓展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又对管理实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首先，企业推进工作场所数字化时，要认识其双面性，既要利用数字化推动工作重塑、激发创新，又要

警惕其引发的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的抑制，平衡利弊以辅助决策。其次，鉴于工作不安全感与工作重塑

的中介作用，企业应采取双维度管理策略。通过培训、沟通缓解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减少其对创新的阻

碍；同时鼓励员工自主适应，强化数字化对工作重塑的促进。还要重视员工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情感与认

知需求，引导并提供帮助，实现协同发展。最后，企业需重视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效应，通过完善资源支

持、加强领导关怀等方式，在缓解数字化负面冲击时削弱其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关联，在强化正向作用时

放大对工作重塑的促进，让组织支持感成为数字化管理的有力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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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未来展望 

基于文献综述与理论构建，本研究从三方面展望：样本选择上，因不同行业、地区背景下，工作场

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存在差异，未来可聚焦特定行业或地区探究影响机制；变量测量方面，目

前工作场所数字化测量量表本土化研究成果尚少，未来可基于中国情境，借扎根理论开发适配本土企业

的量表；变量选择层面，未来可依据不同理论挖掘新中介变量，或从组织氛围、个人特质等角度探索边

界条件，深化对工作场所数字化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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